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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语话剧

康海玲

摘 要: 新加坡华语话剧从中国传入，已经有一个世纪左右的历史。作为新加坡华侨华人的
精神家园，华语话剧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保留 “中华性”，一方面还必然走上一条 “本土
化”的主体重建的道路，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生存于新加坡多元的文化版图中。华语话剧在新加
坡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境地，其可持续性发展是新加坡华人文化权诉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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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海水的地方，就会有华人; 有华人的地

方，就会有华人文化艺术的传播。海上丝绸之
路是东西方国家之间进行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

的重要通道，沿线各国不仅在商贸方面互通有

无，更在文化交流与和平对话方面创下佳绩。

中国的诗歌、小说、绘画、戏剧、音乐等文化
艺术，就是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作为海外迁

徙的华侨华人的文化行囊中的一部分，经由这

条特殊的通道流传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

和地区，走向世界，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得到

发扬光大，并对所在国的文化艺术产生程度不

同的影响。其中，华语话剧是一个典型的跨文
化现象，它以民族语言文化为基础，在海外建

立了一个庞大的华语话剧网络。
华语话剧主要是对海外版的以华语为主

要语言的话剧的特殊称谓，指的是用华语

( 包括普通话和中国的方言) 创作、演出、观
赏、评论的戏剧活动。在这里，华语已经跨
越了民族国家的疆域，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华语话剧做一种新的、整体性的思考，这不
仅契合“一带一路”的时代命题，而且使我
们能够在一个更广阔和前瞻性的视野中来研

究全球化背景下华语话剧整体的生存状态、

存在的问题、今后的发展趋势等问题。
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枢纽，是华语话剧海外流传和发展的繁盛地

带。东南亚华语话剧的出现，比中国的话剧来
得要晚。学术界普遍认同中国话剧的历史从
1907年开始算起，至今已经有 111 周年的历
史。东南亚华语话剧的出现，大约是在 1919
年前后，这离不开来自中国的影响。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原本为一家，新加坡华语话剧 ( 以下

简称新华话剧) 和马来西亚华语话剧 ( 以下简

称马华话剧) 形成的历史都相对较短暂，直接

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①是在其影响

下催生出来的，萌芽于 1919 年、1920 年之
际。②新华话剧在传承、应变、创新中走过了将
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其一直以各种方式从中国

大陆、港澳台地区、西方戏剧中汲取艺术营
养，并融入新加坡现实生活的土壤，创造出独

具新加坡本土特色的华语话剧样式。
华语话剧在海外发展，身处不同国度和

种族中，生存境遇与在中国本土不同。如果
只是像用照相机拍照一样客观地描述，或者

沿用传统的方法进行研究，无法真正地揭示

华人文化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特殊的学术

·17·

专题: 回顾与展望———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话剧历史与发展○



问题需要相应的研究方法，借鉴最具影响力

的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 ( Clifsord
Geertz) 的解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好
地把海外华人演戏行为与海外国家的政治经

济、教育文化以及华人的社会生活、艺术表
现、伦理道德和信仰禁忌等联系起来，揭示
华族演戏这种社会性的仪式背后所具有的人

类深层的文化心理。
在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土

壤里，华人的精神世界中少不了中国的形象，

华语话剧是新加坡华人的精神家园。随着华
人政治地位、身份认同的变化，华语话剧在
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走上一条本土化的主

体重建的道路，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生存于新

加坡多元的文化版图中。华语话剧在新加坡，
难以避免地遭受被边缘化的命运，其可持续

性发展是新加坡华人文化权诉求的结果。

一、华语话剧: 新加坡华人的精神家园

在有着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新加坡，
各种族人民都有自己守护的精神家园，可谓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新加坡是全世界华侨
华人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海外国家，是华人

在海外开辟的另一个独特的家园。新加坡公
民主要由四大族群组成: 华人占了人口的

74. 2%，还有马来族 ( 13. 3% ) 、印度裔
( 9. 1% ) 和欧亚裔 /混血 ( 3. 4% ) 等公民。
对于在新加坡占人口最多数的华族，更应在

多元复杂的文化版图中，构建自己族群的精

神家园，这是族群精神文明进步的标志。华
语话剧是华族社会和时代的精神标高，自其

萌芽至今，作为华族的标志性文化，一直肩

负着守护和建设华族精神家园的历史责任。
东南亚华侨华人是华语话剧在新加坡等

东南亚国家产生和发展的生力军。据统计，
截至 2007 年底，世界华侨华人总数为 4543
万，其中，东南亚为 3348. 6 万，约占全球的
73. 5%，① 再加上为数众多的新移民的不断加
入，华侨华人高度集中的东南亚是华人文化

艺术流传和发展的最繁盛地带。所谓的东南
亚华侨，是指那些侨居在东南亚而仍然保持

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他们是一个具有强烈

中华民族意识的移民群体。另外，东南亚华
人既包括由东南亚华侨演变而来的那部分，

还包括从国籍和政治认同的角度而言，被称

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泰国人等新兴东
南亚国家的华裔公民。东南亚华侨华人最重
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华人血统与对华

族传统的认同，也就是说在民族认同和文化

认同方面保留了华人的许多特色。尽管生活
在不同的时空里，但是他们都是具有广义的

中华民族成分的人，在精神世界上完全或部

分属于“文化中国”。他们拥有一种共同的想
象，即对自己的血统与文化传统的发源地

———隔着南中国海的中国，进行 “望乡”的
想象。而且这种想象有如大江东去、持久绵
长，又如天马行空、时有创造。在文化艺术
领域，东南亚华侨华人用华语话剧这种艺术

形式完成自己的 “望乡”之旅，从转手西方
视野中的中国，到重写记忆中的中国，再到

打造与展现自己想象中的中国，他们把华语

话剧的舞台变成演绎、强化、践行他们 “望
乡”想象的重要舞台。

华语话剧最早在新加坡产生，是以其雏

形———新剧的形式出现的，从中国移植而来
的华语话剧，作为新加坡早期华侨先民守护

的精神家园，在蕉风椰雨的异域文化土壤里

得到了流传和发展。这些来自中国的第一代
或第二代的移民，流寓异乡，心属故乡，是

保持着最鲜明的 “中国人”特征的群体。他
们赤手空拳来到新加坡，以一种旅居者的身

份寄人篱下、备受折磨，因此，以华语戏曲、

话剧为代表的华族各种文化情结，就成了他

们战胜困难的情感上的支撑，既可以填补空

虚的精神生活，还可以抚慰离乡背井的痛苦

和寄托对家乡的思念。早期的新华话剧，大
多以一种相同的指向出现: 表现漂泊游子的

孤独和苦闷，抒发其真挚的亲情和家国情怀

等，指涉的是赋予他们童年与亲情的儿时之

乡和赋予他们人格、身份和尊严的中国。对
华族移民而言，华语话剧是他们认识社会、

评价生活、升华情感、净化心灵，从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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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愉悦的艺术样式。目前学界的共识是新
华话剧起源于中国五四运动爆发的 1919 年。①

这一年，新加坡就有演出新剧的记录，即新

加坡的中国戏曲班子庄维新班上演《就是我》
和《河伯娶妻》等剧。来自中国上海的金星
歌舞团和银月歌舞团在新加坡演出一大批文

明戏，如《恶婆凶媳》 《难为了嫂》 《莲花
庵》等。② 1919—1925 年间是新华话剧的滥
觞———新剧时期，华语话剧在新加坡最早是
以新剧或所谓文明戏的形式出现的。这时期
中国移民的精神世界基本上还是一个中国的

世界，他们用新剧来回应中国早期的文明戏。
和传统戏曲相比，新剧的优势体现在更有现

实性、更吸引人，并且更容易上演。作为一
种娱乐、教育、启发民众的特殊载体，新剧
在早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备受青睐。新剧
的创作和演出基本上沿袭了中国五四时期话

剧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国的文

明戏在新加坡的流播和延伸。③

新加坡华侨华人不仅把华语话剧当成精神

家园，还把它作为抗战的武器，充分发挥其强

大的社会功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37年中
国“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及抗战的全面爆发，
唤醒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这种意识

的觉醒，表现在全体华人范围内。中国本土的
抗战激情燃烧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激发
了新加坡华侨华人的民族主义热情，为华人社

会的戏剧活动提供了群众基础，而这种民族热

情与民族运动，也在华语戏剧中找到了最理想

的表达方式。戏剧是群体或民族认同的理想形
式，当华族在“抗战”这一个特殊的时代，出
于抗日救亡的需要，大家一起体验共同的文化

关怀，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激情与责任，

共同的忧虑与希望，这也就创造了戏剧的繁荣

时代。其时华语话剧演出活动成为新加坡抗战
文艺的主要形式，新加坡抗战话剧蓬勃兴起，

形成了新华话剧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时期的

新华话剧不但继承了中国战区演剧活动的优良

传统，而且还结合新加坡的实际情况，焕发出

空前旺盛的生命力。华语话剧在宣传抗战救亡
与筹款上，较其他文艺样式有更突出的表现，

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话剧团体普遍活跃; 演

出活动频密和多样化; 抗战目的性鲜明; 话剧

专门刊物繁多; 座谈会研究风气兴起等。
救亡戏剧凝结着华侨华人高亢的民族情

结，放射出华侨华人精神家园中最坚韧、最无
畏的思想的光辉。在抗战的时代主题感召下，
话剧演出的剧目丰富多彩，不管是本地的还是

外来的，都能够紧密配合抗战的需要。其演出
形式多样化，有正规的舞台剧，还有街头剧和

活报剧等。《放下你的鞭子》《卢沟桥》《我要
反抗》《生死线上》《雷雨》《日出》《大家一
条心》《春回来了》等剧目备受欢迎。为了便
于演出和发表，短小精悍的独幕剧占较大的比

例，不管是以中国或其他国家为背景的剧作，

还是直接取材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这些
剧作主要通过反映日本侵略中国的紧张局势，

呼吁海内外华人团结抗敌，增进民族抗敌的智

能，点燃抗敌的激情。其中以取材于上海的叶
尼的《伤病医院》最为典型，其次还有取材于
福建金门岛的流冰的《金门岛之一夜》，取材
于广东的黄时的《觉悟》，取材于德国的高云
览的《夕影》，以及取材于中国沦陷区的王啸
平的《忠义之家》等。
即使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身份

发生变化，但对作为 “根”的华人文化的认
同却是不变的，华人精神世界的“文化中国”
属性，使得华语话剧仍然在其精神家园里占

据一席重要之地。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
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有主权、民主和独
立的国家。华侨加入了新加坡国籍，逐渐被
本土化，具备了多重认同的身份，他们所认

同的中国，慢慢地变为纯粹地以“文化中国”
的形式而存在。华人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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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话剧何时从中国传入新加坡，不同学者的观点不一，新加坡剧作家朱绪认为话剧从中国传入新加坡大概是 1922 年。
王秋田则认为话剧从中国移植而来是 1920 年前后的事。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奠基者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中撰写了戏剧一集
以及“剧运特辑”两集，将 1919 年看作是新加坡华语话剧的起点，但也说明在那之前早有了白话戏剧的活动。戏剧研究者柯思仁
在《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 1913 年—2013 年》中则把新加坡华语话剧的起点往前推到 1913 年的白话戏剧演出。在这里采
用方修的观点。
赖伯疆: 《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4 － 36 页。
周宁主编: 《东南亚华语戏剧史》，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574 页。



二重性，导致从这时期开始的华语话剧更多

地以一种双向的方式出现: 在政治层面上指

向入籍国新加坡，在文化、心理上不同程度
指向意念中的故乡———中国。华语话剧作品
中所 “望”之 “乡”，是由给予他们生命、
童年、亲情、事业与政治身份的入籍国———
新加坡，以及赋予他们血统与文化身份的祖

籍国———中国构成的二元之乡。新加坡建国
之初，华语话剧处于停滞不前的困顿状态，

曾经轰轰烈烈的学校话剧活动进入了一个低

潮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其有了健康的发
展，在民族化和本土化方面有了更多的尝试。
虽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其受到了其他消
闲娱乐方式的冲击，但是并没有泯灭其生存

智慧，而始终以华人精神家园中最有活力、
最普及的文化身份书写华族的艺术史。学校
话剧活动的再次勃兴，艺术剧场及南方艺术

研究会等团体以实际的行动不断推进新华话

剧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新兴话剧团
体的探索和革新给华语剧坛带来了新的机遇。
华语话剧不仅在华族的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

也赢得了其他种族观众的认同。

二、主体重建: 新加坡华语话剧的本土化

作为非主流艺术生存于多元种族文化、政
治的环境中，华语话剧在东南亚不同国家存在

着相同的问题，但遭遇不同的命运，华语话剧

在各国的主体重建受到了所在国政治、种族、
阶级、文化环境等的影响，本土化建设的情况
是迥然有别的。在泰国平和的政治和宗教文化
环境中，华语话剧的生存环境较为宽松，没有

激昂的政治斗争为戏剧提供激情舞台，也没有

大起大落，华语话剧的本土化尝试也最为深入

成功。在新加坡，种族、阶级、政党的冲突，
往往会波及华族文化的承传与发展。在新加坡
社会多元种族、文化的结构中，以华族为主
体，但在文化策略上压制华族文化的主体意

义。新加坡华语话剧的处境艰难，却依旧薪火
相传，发展不断，这主要得力于华人的坚守以

及华语话剧始终在本土化向度上做出的努力。
新加坡华人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社会的

生存，面临着本土与故土、同化与异化的双重
问题。一是本土化，在所在国获得合法的政治

文化身份，融合到当地社会中。二是异化，在
多元种族与文化环境中保持自身族群内聚力和

文化身份。华人社会海外生存的唯一的内聚力
是所谓的“小传统”，即建立在华语基础上的
民间信仰和文化艺术形式，华语话剧的演出就

发挥着建构其精神家园与举行其文化仪式的

功能。
20世纪 50—70 年代前后，越来越多的东
南亚华侨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成为东南亚华

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政治方面认同
和效忠入籍国，在文化方面仍然认同与坚守来

自中国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这种政治身份与文
化身份胶着的“两栖”状态，不可能不反映到
华语话剧的创作中。一方面，入籍国承载着他
们的事业和生命; 另一方面，文化中国———具
有“原根”意味的中国传统与文化，依旧是华
语话剧作家的精神皈依与心灵的故乡。随着东
南亚华人不断融入“在地”，政治身份与文化
身份的逐步统一，客观上要求华语话剧必须走

上一条主体重建的本土化道路。作为在居住国
出生，拥有居住国国籍的第三代、第四代，甚
至有些还是第五代的华人，他们认为自己不是

中国人，而是所在国的一个民族———华族中的
一员，他们自觉地趋向于融入 “在地”，试图
以新的态势面对和处理生活中的事情，抵制

“同化” ( assimilation) ，选择 “融合” ( inte-
gration) ，重新调整与 “祖国”———所在国和
“祖籍国”———中国的关系，从而建构一种属
于华族的新文化: 即不被所在国文化完全同

化，而始终确保其在多元民族文化中独特的

“中华性”，并纳入建构东南亚国家文化的总体
框架中。
新加坡华语话剧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之中。在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
家里，华语话剧处于非主流文化的境地，很大

程度上受到新加坡的政治、经济、种族、文
化、教育、社会心理歧见等方面的影响。作为
华人文化固有的要素之一，从国别上考察，它

已经姓 “新”; 从艺术本体及观演关系而言，
它姓“华”。复杂的社会环境，多重的文化身
份，促进了华语话剧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华语话剧在保持其“中华性”的同时，不可避
免地走上一条主体重建的本土化道路。
早在 1927 年，新加坡文艺界首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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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的口号，由此改
变了新加坡华语话剧照搬中国话剧的面貌，

为新剧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这就要求剧作
家要深入新加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剧

作反映此时此地的生活图景，无论是在创作、
演出，还是理论批评方面，都能体现话剧本

土化的追求。1930 年，“南洋新兴戏剧运动”
的发起，再次强调了戏剧的现实使命及南洋

色彩，这给新加坡华语话剧界带来很大的冲

击。1937—1941 年间，华语话剧的时代任务
和救亡功能特别突出，抗战话剧蓬勃兴起，

直接反映当地现实生活的剧作增多，本地创

作的剧目占多数，华语话剧在本土化的发展

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新加坡建国以后，
华语话剧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加坡社会的需求，

也为了寻求生存的机遇，在语言、内容、题
材、服饰、器乐等方面进行本土化创造，为
国家文化的多元与繁荣服务。
华语话剧的本土化，最突出体现在语言方

面。在新加坡，语言的隔阂和缺失是导致华语
话剧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新加坡年轻
一代的华人，大多数接受的是英文的教育，华

语的缺失和华人文化传统遭到破坏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这无疑造成华语话剧的生态逐渐恶化

的局面。语言是构成现代民族这一“想象的共
同体”的最关键的因素，也是华人艺术传承与
发展遇到的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华语的使用使
得新华话剧保证了其身份的归属问题，即“中
华性”。从语言入手进行变革是摆脱话剧危机
的举措。其时，华语话剧在语言方面出现了以
普通话为主，间或掺杂华语方言和英语、马来
语的现象。这样的语言创新，即使在现在的世
界华人文化艺术领域里，也是较为新鲜和具有

探索意义的。由于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里，福
建人和广东人占大多数，所以，闽方言 ( 主要

是闽南语) 和粤语成了华人社会的通行语。
闽、粤方言浅白形象，生动活泼，富于生活气
息，将其引用到华语话剧中，会更有实用性、
大众化和娱乐性，从而使华语话剧拥有更多的

受众。这种将多种语言熔为一炉的创作现象，
戏剧家郭宝崑做过有力的尝试。他以中文和英
文进行创作，身跨中英两种语言剧坛，在语言

方面探索出一条属于新加坡华语话剧的道路。
如《棺材太大洞太小》纯用华语，其中带有方

言和欧化的表达法。 《单日不可停车》一剧，
郭宝崑在创作时尝试使用本土化语言，在华语

中掺杂了英语、马来语和闽南方言。很明显，
他认为这样表达更适合他要讲的故事，该剧也

因为所使用的语言而带上了浓厚的本土色彩。
此后郭宝崑的剧作也都采用了这样的风格。
新加坡华语话剧的本土化，还表现在通

过话剧表演行为建构华族的意识形态。当代
艺术人类学把艺术视为文化或文化的象征体

系之一。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 格尔兹
( Clifsord Geertz) 基于把艺术看作是一种文化
体系的立场，强调用一种 “深描” ( thick de-
scription ) 的方法研究人的文化行为，并由
此对行动的意义进行解释。格尔兹将人类学
的注意力，从强调行为和社会结构转移到了

强调意义的符号象征。借鉴格尔兹的研究方
法，我们可以把华人演出华语话剧这种文化

行为看作意义系统进行研究，揭示文化符号

的社会背景及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阐释

文化符号背后的华人深层的文化心理。由于
生存的文化土壤不同，华语话剧在新加坡的

独特性，就突出地表现在其演戏背后所深藏

的文化意义上。对于中国而言，话剧作为一
种艺术，对于全民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影

响是有限的。而对于东南亚华人，演戏这种
社会行为，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显得更加宽广

和更加重要。其主要体现在精神娱乐、慈善
募捐、凝聚族群、教育交流、薪传华族的传
统文化以及彰显华族的文化权等方面。
艺术人类学常常把艺术作为集体意识的

象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华语话

剧长期在新加坡上演，已经成了华族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它是华族意识形态的表现。阿
尔都塞认为人们不单单是在关于日常生活的

思想中会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在日常生活实

践中同样会碰到意识形态问题。在新加坡的
华人社会里，华人的某些生活惯例和文化行

为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约束着华人社会的日
常秩序，它们以特殊的有别于其他族群的活

动方式满足华人的需要，使他们从国家秩序

的一系列清规戒律中获得暂时的解脱。华人
的演剧活动，最大程度上构筑了华族的公共

领域，组织了华族的公共生活，建构了一个

日常秩序。华族演华语话剧，这是华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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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领域的实践活动。华族的意识形态是族
群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是族群世界观的集

中呈现，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的系统，它

支配着华族群体的精神，为华族认识世界提

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框架，也是集体知

识和想象产生的场所。在华语话剧演出的过
程中，它用强烈的形式叙述、重申华人已经
熟知或需要熟知的价值，塑造了华人有关世

界的一系列观念，弥补了华族对民族历史认

识匮乏的缺憾，还培养了华族的传统文化认

知。华人从话剧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思想
受到了震荡，也产生了许多美好的愿望。

三、权利诉求: 华语话剧彰显
华族的文化权

当代艺术人类学不仅把艺术视为“文化”
或文化的象征体系之一，还把艺术视为某种

权势表征的形态，指出在艺术品的占有和消

费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复杂的权利、利益或
相关的交换机制; 或者还把艺术和艺术品看

作是具有政治文化背景的创造。实际上，艺
术人类学已经揭示出，无论是现代艺术所表

现出来的种种叛逆性，还是所谓传统艺术之

对政治秩序或其合法性的维护，大都是可以

在艺术和国家、政治及权利的关系中得到某
种程度理解的。艺术往往被国家或某些集团
用来表现某种权威。而通过艺术，人们也可
以加强地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在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移民国

家中，文化权的诉求是非常重要的。对华族、
马来族、印族而言，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族群享有不同内涵的文

化权，不同的文化形态在文化世界的秩序中

均有获得各自生存空间的需要与权利。在新
加坡，华族是主要的民族，但是有关华族的

文化却不是主流文化，而属于边缘文化。在
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新加坡的主流文化与边

缘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然而，华族的文化并

没有因为现代性话语的压制与排斥走向消亡，

而是一直保存其文脉。就像华语话剧，它是
华族文化的固有要素之一，是华人族群生活

与文化认同的形式，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

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切近华族的日常生活，这

是华族文化权诉求的结果。

在新加坡，华族的文化权指的是华族文化

权益的集合，包罗华语话剧、戏曲、电影、音
乐、舞蹈、华人宗教、民俗信仰、语言表达等
多种文化权益。如果说社会是政治的、经济
的，那么，更应该说社会是文化的，是一个以

文化为核心，渐次展开的时间和空间交织过程

中的社会。特别是对新加坡这样的多元种族文
化的国家而言，文化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文化
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华族要在新加坡永葆其鲜

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个性，关键在于其文化

权益的获得。张云鹏认为: “文化权既涵盖着
政府、民族、国家及团体或个人接受、抵制、

生产、消费文化的权益，也包括担当促进推动
文化、继承传递文化的义务，只要有人的存
在，就有个体与群体文化权的存在与诉求，它

既是一切权力或权利的前提与基础，更是表达

或规范其他权力或权利的向度，不存在离开文

化的权力或权利，因为任何‘权’的表达或要
求都是依据文化或凭借文化而实现的，也不存

在离开权力或权利的文化，因为文化存在，恰

恰或者说只能通过权力或权利予以表达，不存

在无权益的文化，也没有无文化的权益，文化

和权益不可分，故此，任何文化都是权益的文

化，任何权益都是文化的权益。”① 在新加坡，

华语话剧的创作、演出等活动，是华族在文化
方面独特的艺术表现，就像马来族的开斋节或

印族的舞蹈，这些文化行为的存在都与相应族

群的价值标准和正义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近一个世纪以来在

新加坡多元文化土壤里，华族对华语话剧的

坚守是文化权的选择，作为一种显性的文化

行为表述与符号表述，不仅体现了华族个体

人的价值理念与文化认同，而且也是华族群

体价值尺度的评判和认同的表现。华语话剧
的演出活动，虽然在经费方面经常是由个体

所支出，但演剧活动却可以成为华族少有的

全民性的活动，不同方言群体、不同等级阶
层、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地域社区的人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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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受约束地参与其间，体现了华族群体普

遍的价值观念和对华族文化的认同，这是华

族寻找 “我群”，区别于 “他群”的一个明
显的标志。华语话剧的内涵深广，其演出活
动具有多元复杂的社会文化功能，集中体现

了华族群体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评判。如郭
宝崑的剧作，无论是现实主义风格，还是现

代主义的剧作，都具有深厚的社会忧患意识

和探索性的意味。他始终站在文化思想的前
卫和纵深处，从华人文化的角度思考华人个

体的精神生活，以及群体的文化价值传统。
《阿公肉骨茶》 《芽笼人上网》 《夕阳无限》
《百年等待》等剧就是这方面的力作。
华族文化权的诉求最突出地体现在华族

文化的薪传与发展上，华语话剧在新加坡的

百年活动彰显了华族的文化权。中华文化在
新加坡华族文化格局中具有核心的价值，因

华族文化的丧失，华人就会面临沦为“无根”
的人的危险。华语话剧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
几个固有要素中最有代表性的表演艺术形式，

是新加坡华族文化最高发展的代表，然而，

比起新加坡其他的现代艺术形式，华语话剧

备受冷落的遭遇是有目共睹的。加强华语话
剧的本土化和新加坡特色，开拓其生存空间，

加强其文化权的诉求，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作为华族文化的典型，华语话剧
具有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和坚韧的内聚力，

除了在华人日常生活中获得应有的文化身份

之外，更应该在向马来族、印族等其他种族

的推介中，获得更持久的生命力，其文化权

的诉求也更加有力和广泛。从人类学的角度
而言，华语话剧是一种能够表述历史过程，

又能够展示出不同社会文化力量的成熟文本

模式，因此，加强对它的叙述和解释，对民

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至关重要的。华人戏
剧工作者可以把一些优秀的华语话剧作品翻

译成马来文和淡米尔文，以便争取马来族和

印族友人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人们对于
其他的异文化的尊重和宽容，是文化人类学

所着力研究的一个命题。
华语话剧在新加坡特殊文化土壤里的可

持续性发展，不仅可以让马来族、印族等友
族体验到异文化的魅力，还可以使人们感受

到文化的力量，唤起人们内心有关人生、道
德、伦理等的深刻思考。费孝通先生曾经指
出: “在人文世界里谋取生活的个人已不是空
间上的一个点，而是不断在扩大中的一堆堆

集体的成员，就是在幅员可伸可缩的一堆堆

集体中游离的分子”① 新加坡人处于同一个大
的人文世界里，不可避免地受到异族文化的

浸染，是以多元文化武装起来的集体中的一

个成员。华、巫、印三大种族的文化传统和
精神家园都可以被理解和认同，在各自主体

重建的过程中，分别为建设新加坡的国家文

化贡献自己的智慧。

( 责任编辑 薛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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